
【摘   要 】 在数字化快速推进的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

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发展共享方面的关键作用。聚焦数字经济与共同

富裕两大发展战略的内在联系，立足高质量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新内涵，

将数字经济的三大核心支柱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统一到经典

的索罗增长模型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数字经济、数字平台在促进共同

富裕方面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从数据要素投入、

释放科技效力以及改进要素配比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强

化了共同富裕的增长基础；数字化赋能产业发展、政府治理、基础设施

过程中所产生的网络效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提升了共同富裕的共享效应；具有实体性、科技性、生态普惠性和网络

外部性的“新型平台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优化资源配置上具有突

出作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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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重构、大国博弈加剧、新冠肺

炎疫情等诸多不稳定因素复杂交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

盾越发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

展速度、辐射范围、影响程度前所未有，正在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

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对中国而言，“十四五”

时期数字经济将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下，探讨数字经济、数字平台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长期目标，其内涵与实现路径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中不断发展丰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共同贫穷”到“不均等繁荣”的过度，即实现

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实现了整体富裕，但地区差异、收入

差距以及城乡差距比较明显。进入新时代以来，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到 21世纪
 

1 朱太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经济学博士 
2 林思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3 张晓晨，南开大学金融学院，经济学硕士 



中叶要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共同富裕到 2025 年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不均等繁荣”

到“共同富裕”的平稳过度，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将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并于 2021

年 5月将浙江省划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并在同年 7月出台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实施方案（2021-2025）》。 

理解数字经济发展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需要基于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共同富裕包

含“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其中“富裕”包含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两个层面，“共同”则包含“共享”

与“公平”的含义（李海舰和杜爽，2021[1]）。就物质富裕而言，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应该由最能体

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变量来反映，如收入、财产和公共服务（李实，2021[2]）。在全社会富裕

的基础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意味着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公共服务能够

公平、高效地惠及全体人民（李毅，2021[3]）。精神富裕则与物质富裕息息相关，通常用于描述精

神富裕的关键词如“幸福感”、“收获感”和“满足感”等在很大程度上由物质富裕决定，因此促进共

同富裕的关键仍在于物质财富的大幅提升与公平分配。由上所述，探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相

关关系需要从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提升）与收入、财富等公平分配两方面进行，即探讨在助力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是否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共享效应。 

推动共同富裕需要结合生产力的发展阶段，2021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公平和效

率的关系”。这一重大论述表明，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需

要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即在发展中实现共享，在共享中实现发展。当前中国正值数

字经济时代，伴随着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逐渐成为通用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需要解

决的核心问题在于，高质量发展机制与公平共享机制是否兼容，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可以助力经济

发展与共享。 

目前，已有较多研究围绕着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许宪

春和张美慧（2020）[4]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截止到 2017年，中国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6.46%。中国通信研究院 2020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的比重约为 36.2%。由此来看，不

论是理论测算还是实际测算，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都十分巨大。而关

于数字经济共享效应的研究较少，研究结论差异性较大，且多数研究缺少经验数据支持。张勋等

（2019）[5]对惠普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有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孙晋（2021）[6]认为由于数字经济所具有的生产要素集聚效应以及资源

配置效应，数字平台（数字经济的构成要素）会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与分配场域。夏杰长和



刘诚（2021）[7]认为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同时数字经济也会导致诸

如结构性事业等不利因素的出现。Schor（2017）[8]则认为平台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

力，并且加剧了底层 80%人群的收入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发

展数字经济对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新举措。以往的研究较少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结合

起来分析，少数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又缺少理论与数据支持，且没有涉及数字经济时代的关

键主体——平台企业。为弥补这一研究不足，首先本文将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共享效应相

统一，借鉴索洛增长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其次，重点讨论以“新型平台企

业”为代表的具有数字平台性质的企业在助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实现路径；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

出政策建议。 

%"&'()*+,-./01234 

在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指引。随着“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第一

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会议、十九届五中全会先后明确了推动

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2021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讲话中强调，

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 年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确定了中国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的基本方略，将促进“共同富裕”作为破解社会

主要矛盾的着力点，成为了经济金融工作的总遵循。结合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已有的政策部署来看，

高质量发展中共同富裕的内涵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理解。 

1. 共同富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总要求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其背后的逻辑是，共同富

裕首先要建立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基础上，要“做大蛋糕”；在“做大蛋糕”之后，通过收入分配制

度来“分好蛋糕”，共同富裕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1。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

“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接下来的 15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

需要保持在 4.7%以上。同时，根据黄群慧和刘学良（2021）[9]的测算，实现 2035年阶段性共同富

裕目标，中国的人均 GDP相较于 2020年需要扩大一倍，人均财产需要达到 17万美元（2019年

价格）；实现 2050年的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需要人均 GDP较于 2020年扩大 3.2倍，人均财产

达到 31万美元（2019年价格）。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目前中国还面临着人

均富裕程度不高以及共享程度不足的挑战。2019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为 10410 美元，人均可支配

 
1 详见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 2021年 6月在浙江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解释。 



收入为 4520美元，这与阶段性的共同富裕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更大（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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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杀富济贫”。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

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表明，共同富裕的本质是“普遍富裕基础上

的差别富裕”1，也很好地回应了此前市场的争论和担忧，“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均

等贫富、杀富济贫”。目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即便在 2019 年中国人均居民收入突破 1

万美元大关，在过去 40年人均收入大幅增长，但收入差距的扩大态势不容忽视，高收入人群的收

入份额持续维持高位（图 2）。根据罗楚亮等（2021）[10]的测算，从 1980 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

呈现不断上升状态，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图 3）。除此之外，公共服务不均问题也是

阻碍中国实现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挑战之一。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所改

善，但鉴于城乡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就业身份的人群的差异化制度制定，导致以养老金为代表的

公共服务关键指标呈现较大差异（王亚柯等 2013[11]）。 

 

 
1 详见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 2021年 6月在浙江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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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提高

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结合浙江的实施方案来看，核心是要解决三大差距问题：一是

“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重在缩小“地区差距”；二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在

缩小“城乡差距”；三是“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

迈入中等收入行列”，重在缩小“收入差距”。《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也明确提出，“探索完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

权益保障机制”。这表明，国家后续的政策发力重点是在落后地区、在农村、在低收入人群，会更

加关注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倍增和权益保障。 

4. 共同富裕需要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此次会议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提出“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同时，中国近期

在推进平台整治的同时，也提出中国还需要平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促进产业和金融的现代化发

展。此外，《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还明确提出，“以数字

化改革撬动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这与 2021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的“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要求，在逻辑上

是一致的，政策层面关注的重点不是资本扩张，而是资本扩张的价值取向，要治理通过金融扩张

和垄断实现快速盈利的资本扩张，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资本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对其实现目标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也需要依靠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构造“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核心是让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惠

及更多更好地惠及个人和家庭，为其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财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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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

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

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1。从实践发展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是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

字基础设施为基石、数字政府治理为保障，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数据安全有序高效流转，推

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发展（沈建光等，2021[12]）。本文从数字经济的实质内涵和构成要

素出发，结合索洛增长模型，阐释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两个机制：增长效应和共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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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同富裕需要高质量发展机制与共享机制相结合，因此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为，在多重

约束下改变现有的生产函数。数字经济需要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平台企业协同发力，分别打造

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生产要素和组织形式（陈永伟，2019[13]）。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中核心

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就达到了 7.8%，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本文借鉴经济学中经

典的索洛增长模型，来具体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增长效应。在索罗模型中，生产函数的

一般形式为： 

 

其中，Y 为总产出； 为全要素增长率一般用于度量科技贡献； 为各要素在生产过程

中的配比关系即生产函数形式，通常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或者 CES 生产函数形式；

劳动 、资本 、土地 为常见的投入要素。从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看，数据、数字技术以

及数字平台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数据要素推动生产函数中的 转为 。数据是以电子化形式存在、附

带一定信息、可供数字技术处理并释放价值的符号素材。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据作为新的

关键性生产要素，广泛应用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数据的应用、交易、流转，

解决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输入问题，扩展了生产函数的要素投入，同时也强化了资本、劳动等

要素的产出效力。从行业发展实践来看，数据要素在宏观上正在成为推动市场供需适配、畅通产

业链循环的关键因素，在微观上正在成为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管理精细化程度和改善企业经

营绩效的重要抓手（王宇等，2020[14]；刘淑春等，2021[15]）。 

2. 数字技术提升生产函数中 的产出贡献。数据解决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原材料”问题，数

字科技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上形成的新兴技术，解决的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利用问题。从生

产函数来看，数字科技的创新应用，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技术前沿，提升了生产函数的综合技术水

 
1 2021年 12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数字经济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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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改进了数据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形成了持续广泛的促进

影响（Pan et.al.，2021[16]；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17]）。从发展实践来看，新兴数字科技的研发应

用，一方面改造传统的生产模式，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另一方面推出新产品、新模式，甚至新产

业。 

3. 数字平台重塑生产函数中要素的配比关系 。平台企业作为企业主体，同时作为中介具

有连接双（多）边交易者、促进供需双方互动的市场属性，这种“二重性”让平台企业具有强大的

资源配置能力，也改变了生产函数中劳动、资本、数据等要素的配比关系，即改变生产函数

的具体形式现。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具有网络效应，符合连接用户越多、商品越多、

交易就越多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另一方面，平台的网络效应呈现多边属性，服务

供需方用户（双边或多边）相互依赖、从彼此获得价值或收入，创造了“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创造

供给”的正向反馈和精准对接。 

数字经济对生产函数上述作用机制，在实践发展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无到有”即

要素投入以及要素配比关系变化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让更多商业场景成为可能；二是“从有到

优”，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投入在细化、促进供需匹配的同时促进了已有行业的精细化发展；三

是“从 1到 N” 强化行业协同发展，通过有效整合各数字终端的供需数据，将打破各行业传统知识

壁垒和经验壁垒，更好地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生产的高效协

同，更好地服务于共同富裕发展战略（沈建光等，2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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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

还有助于改善增加的均衡性和包容性，提升经济发展的共享效应。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数字经济的普惠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两大核心内容，两者在扩大市

场边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吸纳劳动生产力的过程中，提升了技术和要素的通用性，

由此对全体经济参与者产生了普惠效应。作为数据交易流转和数字技术创新交互作用的结果，数

字产业化是增量改革，是围绕数据应用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十三五”时期，

中国大数据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30%，经济增长贡献突出（图 4）。产业数字化则是存量改造，

是传统的一、二、三产业利用数据要素、数字技术赋能升级的过程。2020年中国服务业、工业、

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40.7%、21.0%和 8.9%，其中第三产业增速尤为明显（图 5）。

作为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类型，第三产业的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数字经

济具有经济普惠效应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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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经济的平衡发展作用。数字化的经济运作方式有效打破了时空阻隔，具有的协同发展

作用，对产业集聚程度的要求大幅度下降。数据要素跨区域、跨行业流动，促进了不同区域产业

间的交易互动。物联网、分布式生产等核心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区分割、地方保护所产生的经济发

展障碍，实现了生产端、消费端（实物、服务）贸易的广泛、高效匹配。数字经济在实现乡村振

兴、平衡区域发展差异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对于促进均衡发展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正因如此，

数字化转型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建设的强大驱动力。 

3. 数字经济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十四五时期，中国将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三

个方面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图 6）。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支撑，既包括

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也包括新型网络、数据、安全等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

决定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实不实。近年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广泛融入生产生活，对政务

服务、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政府治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空间保障，有助于打通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上下之间的数据壁垒，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改进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大不大。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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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提升以及数字赋能政府所带来的政府治理效应的提升，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中

国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的现状，并且在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的同时提升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

的“幸福感”和“收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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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发展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是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协同推动数据价值化的过程。具体而

言，数字经济发展是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石、数字政府治理为保障，

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数据安全有序高效流转，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发展，最终

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沈建光等，2021）。在此基础上，以数字经济发展作为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牵引力，打造智慧城市、提升区域协同、深化对外开放，将更好地服务

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助力

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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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主体，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

供需对接的积极作用。但平台企业也存在多个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在资源配置、供

需对接等方面的有效性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一般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实体性”“科技性”“生

态普惠性”和“网络外部性”的“新型平台企业”，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更加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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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平台企业”是数字化运营实体业务和技术性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晶，集四重属性于

一身。一个“新型平台企业”首先应符合国家统计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等评价体系的统计标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实

体性”“科技性”“生态普惠性”“网络外部性”共同构成了“新型平台企业”的内涵本质（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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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性”。新型平台企业首先是“实体企业”，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直接承担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任务，构成国民经济的主力军；通常营业收入较高

但利润率不高，且直接雇佣大量劳动力。 

“科技性”。新型平台企业依托数据和技术禀赋优势，在创新自身业务模式、改善自身经营效

率的同时，担当“数字科技服务商”角色，积极对外输出数字科技能力；通常研发投入强度较高，

研发人员、发明专利数量较多，并以推动全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转型升级、降本增效为使命。 

“生态普惠性”。在工业生产、商品流通、信息通信、民生保障等领域，新型平台企业作为“基

础设施运营商”，建设、运营相关基础设施，建立技术赋能、普惠共享的生态底座。通常是实业资

本运营，固定资产占比较高。 

“网络外部性”。一些新型平台企业开展业务会采用或部分采用平台经营组织形式，重在充分

发挥平台的正向网络外部性优势，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并非平台条件下的资本无序扩

张、过度金融化；通常是在强调数据收集合理性、保障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高效链接

双边或多边市场，促进供需匹配、打通上下游，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与“新型平台企业”往往兼具四重属性相比，产业数字化领域的转型升级企业主要体现“实体

性”和“科技性”；单纯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仅部分体现了“科技性”和“网络外部性”；传统公共事业如

水、电、煤、通信等传统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主要体现“实体性”和“生态普惠性”；新型基础设施

如 IDC、大数据交易所等主要体现“网络外部性”和“生态普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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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数字、智能、信息科技为支撑，一批拥有传统实体基因、同时具备强大科技能力

的“新型平台企业”应运而生，为加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

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新型平台企业”在经营组织形式带

有平台属性，但与单纯的“互联网平台”1存在本质差异。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1年 10月 29日发布《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平台分为



1. “是否实体定位”的结论不同。客观上，中国平台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拓展消费市场等方

面长期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始化身“金融资本”，经济活动更多带有

“金融”“虚拟”属性，呈现出“脱实向虚”特征。实际上，这些充当第三方中介、以轻资产模式运营

的“互联网平台”，几乎不直接参与实业生产，较少沉淀物理基础设施和提供劳动工具，对就业也

多为间接贡献，在基因特征上并不“实”。而新型平台企业具有传统实体企业的主要特征，高资本

投入、高技术研发、高就业吸纳、高税收贡献。 

2. 商业模式和价值取向不同。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以供需交易撮合为核心，而新型平台企

业则直接参与生产和流通，本身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在盈利模式上，一些平台企业是

低投入、追求快速收益和高利润（“自己好才是真的好”），主要依靠赚取巨额佣金。数据显示，部

分平台企业的净利润率水平已接近 30%，而中小商家却生存压力持续较大；新型平台企业则是重

投入，利润来自于整条供应链的降本增效和长远价值（“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3. 市场竞争策略不同。在竞争策略上，一些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长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通过“二选一”、高额补贴等非市场竞争手段建立自身行业垄断地位，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公

平竞争、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强烈反应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新型平台

企业”则通过开放赋能，建立行业利益共同体，其发展理念追求的是共同富富裕。 

4. 社会和经济功能不同。单纯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即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属

性，也难以如“新型平台企业”一样，兼具“实体企业”“基础设施运营商”“数字科技服务商”三重角色，

往往仅具备后两者的功能，难以承担更多社会和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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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平台企业”不同于一般平台企业的内涵本质，决定了其将承担更多经济功能和社会责任，

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形成了特有的路径。 

1. “新型平台企业”更大释放数据生产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新型平台企业”前身多为传统

零售流通、工业制造等领域的实体企业，其后依托强大的供应链网络、技术和数据赋能，经历了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线下线上融合等过程，发展至今已成为中国实体经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

商业模式上，“新型平台企业”普遍坚守“兴办实业”初心，延续了传统实体企业重实业资本、重固

定资产、重人力资源的经营发展模式，大量沉淀了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雇佣了大

量劳动力，为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防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实体产业支撑。 

2. “新型平台企业”强调技术赋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平台企业”将科技创

新应用视为企业长久发展的基石，积极响应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国家重大战略，持续加大

投入。在工业制造领域，基于数字科技、关键设备、基础材料创新，精准捕捉痛点、推进工业“强

 
网络销售类平台、生活服务类平台、社交娱乐类平台、信息通讯类平台和金融服务类平台以及计算应用类平台。 



链补链”，精准数据诊断、推进节能降耗，推动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升级，使传统制造业从资源消

耗型、环境污染型、单一产品型向质量效益型、绿色集约型、综合服务型转变。在零售流通领域，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供求响应方式，赋能全产业链供、应链资源配置、助力现代流

通体系，打造数字科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精准匹配供需的反向

定制（C2M）模式。 

3. “新型平台企业”遵循社会福利最大化，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落后地区。“新型平台企业”信

守正道商业价值观，将规模扩张、收入增长、利润目标与更高格局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相结

合，坚持对社会、对环境、对用户、对伙伴、对员工肩负责任和创造价值，积极响应扶持中小企

业和促进乡村振兴等战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一是坚持“以实促实”，立足实体定位，以技术能

力带动全产业链降本增效、供需精准适配。二是坚持“开放生态”，积极开放自身基础设施、技术

优势、服务能力，链接、赋能、优化上下游合作伙伴，全面激活中小企业，拒绝暴利、共享经营

成果，打开产业链增长新空间。三是坚持“公平竞争”，拒绝高额补贴、价格歧视、“二选一”等

以垄断为目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技术中性”导向、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公平竞争、阳

光透明的良性市场环境。四是坚持“依法经营”，拒绝一切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

做好“数据保护”“数据跨境”工作，维护国家安全。五是坚持“普惠共享”。搭建精准连通城乡

的流通基础设施，助力“农产品进城”；坚持直接创造和吸纳就业，保障员工生存环境和劳动权益。 

当前，全球疫情持续演变，外部环境越发复杂严峻，“新型平台企业”兼顾“兴办实业”与“科技

创新”，在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逐步显示出中流砥柱作用，中长期将为促

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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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高效发挥数字经济和“新兴平台企

业”的经济增长效应（促进“富裕”）以及共享效应（实现“共同”）。本文从共同富裕的新内涵和

新挑战为出发点，将数字经济的三大核心支柱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统一到经典的索罗

增长模型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数字经济、“新型平台企业”发挥经济增长效应以及共享效应的作

用机制和实现路径。首先，数字经济从投入要素、促进科技创新以及促进要素配比三个作用机制，

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强化了共同富裕的增长基础。其次，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的协

调发展对全体经济参与者产生普惠效应，数字赋能基础设施、政府、社会极大程度地促进了中国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人民生活的“收获感”以及“幸福感”，提升了共同富裕的共享效应。最后，

集“实体性”“科技性”“生态普惠性”“网络外部性”于一身的“新型平台企业”，在优化资源配置、改善



供需对接、实现协同发展上具有突出优势，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在安全

合规前提下，全面释放数据的生产力。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应根据最新发布实

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建立涵盖数据形成、采集、传输、存储、处理、流通、

应用全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体系，构建数据流转使用的负面清单和安全底线，让数据利用“放得

开、管得住、用得好”，更好地发挥数字化的作用。第二，要探索分类监管，全面释放“新型平台

企业”效能。在相关政策基础上，科学区分不同类型平台企业，健全支持“新型平台企业”发展的政

策框架，加大支持“新型平台企业”发展的政策力度，树立一批“新型平台企业”的良好典型，发挥

好“新型平台企业”的联动辐射作用，带动全链条、全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发挥好新型平台企业及

其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第三，要以共同富裕大方向为指引，促进数字

经济中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积极引导和支持各类资本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积极发

展数字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助力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在注重发展公平、改进

经营者集中监管的前提下，保障发展效率，避免抑制创新活力，不断调整和完善平台反垄断监管

的范围、力度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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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Platform Enterprises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Zhu Taihui, Lin Sihan, Zhang xiaochen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rapid digitalization, the key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realizing shared development is need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new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hase, we unify the three core pillar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 data,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platform -- into the classic Solo growth model,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platform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ata input factor, rel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ing the ratio of 

input factors. The digital economy strengthens the growth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network effect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enabl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equalization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and promoted the sharing effec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new platform enterprise" with the ent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network externality plays a prominent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 enterprise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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